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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基于制度、政府救灾支出的调节视角 

郭静 张连增
1
 

(南开大学 金融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基于 2007-2018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广义矩模型(GMM),考量制度、政府救灾支出在

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作用。结果表明:从全样本来看,政府救灾支出有利于增强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制度的影响较小。分经济区域来看,政府救灾支出有利于增强自然灾害对

东部和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对东北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制度可以缓解东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但阻碍西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救灾支出、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时,都存在倒 U型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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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使得灾害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1990-2019年的近 30年,我国自然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 2928.5亿元,死亡人数 6310.5 人,受灾人口数为 34841.6万人次,受灾面积 3998.3万公顷 1,这使得不断完善灾害风险管理

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

力”。2020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定于 2020-2022 年开展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旨在全面掌握中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情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进一步优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下,政府救灾支出 2 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保障,对于稳定社会生

产和生活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有与制度、政府救灾支出以及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于自然灾害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以及基础设施、设备和存货等损坏,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1]
;更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会使经济处于更低的均衡增长水平

[2,3]
。虽然自然灾害会减少实物资本存量,但同时

也提供了一个更新资本存量的机会,可促进新技术的应用,这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4],这主要体现在一些早期的观点。最新的研究

表明,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自然灾害的类型以及经济部门。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灾害类型对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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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洪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增长,地震带来了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5-7]。 

第二,制度、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与技术一样,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力量,

并作为能够解释国家发展差异的原因[8]。当灾害发生时,如果受灾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混乱,就会进一步放大自然灾

害损失,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如果受灾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良好,就能够有效组织减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

和财产损失,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9]。Raschky 等的研究证明,有着较高的贸易开放度、教育水平、民主程度、

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的国家,更能承受灾害初始冲击和预防灾害对宏观经济进一步的溢出效应,从而有较低的死亡率和较小的灾害

成本[10]。Felbermayr 等通过引入民主指数和自然灾害交叉项发现,具有较高民主指数的国家可以加快灾害重建的进程,降低自然

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 

第三,政府救灾支出、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政府救灾支出的增加,在存在剩余生产能力、无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压

力的情况下,政府购买需求的增加会通过投资乘数和消费乘数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11]。但如果支出属于社会其他领

域计划投资的资金,政府的这种举措也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成本损失,阻碍经济的增长。同时,灾后的直接转移支付会对消费有较强

的替代作用,降低灾后的劳动供给和企业投资意愿,最终会使灾害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2]。 

由上述文献研究可知,自然灾害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取决于一国的自然灾害类型、经济部门以及社会制度。此

外,有关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具有“生产力效应”,即自然灾害的发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经济增长型自然灾害可以应用熊彼特“创造性”理论进行分析,即这些灾害事件引起的破坏,在重建投资中,可能会在中

短期引起经济增长[2]。虽然这一观点受到很多批评和质疑,但在我国“举国救灾”体制下,还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我国自然灾

害救助体系可以迅速集中政府、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队伍等各种资源和力量,这种救灾投入模式很容易通过灾后重建投

资需求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但国内现有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鲜有探讨制度、政府救灾支出在

调节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 

我国的社会制度在缓解自然灾害的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如何,政府救灾支出能够增强自然灾害的“生产力效应”吗?鉴

于此,本文基于 2007-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动态系统广义矩模型,通过引入制度和自然灾害强度及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

灾害强度的交互项,研究我国社会制度和政府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在不断深化市场

体制改革过程中注重完善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合理规划政府救灾支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样本范围为中国 31个省份 2007-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 2007年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2007 年才开始系统地公布分省份的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数、死亡人口数、以及直接经济损失。各省份的自然灾害造成

的受灾人口数据以及政府自然灾害救灾支出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著的《中国

市场化指数》(2011)和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9),其他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

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 

1.针对自然灾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设定模型(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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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制度、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过引入自然灾害和制度要素的交互项,探讨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设定模型(2)为: 

 

3.针对公共财政、自然灾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过引入自然灾害和政府救灾支出的交互项,探讨政府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设定模型(3)为: 

 

式(1)～(3)中,yit表示人均实际 GDP 增长率,下标 i 表示某省或市,t 表示时间;yi,t-1表示滞后一期的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Dit

为自然灾害强度;Xit 为一组决定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救灾支出(GREit)、资本存量(Kit)、人力资本水平(Hit)、制度化水

平(Mit)、技术进步率(Ait);ui为各模型地区固定效应;θt为各模型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各模型误差项。 

由于式(1)～(3)右边包含了因变量的滞后一阶及其他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解释变量,故采用有助于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

问题的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其进行估计。鉴于两步系统 GMM估计量的标准误相对于一步系统 GMM会产生严重向下偏

误,从而影响统计推断的效果,参考相关研究[21,22],基于一步系统 GMM方法进行回归估计。 

(三)变量度量 

1.经济增长(y)。 

采用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采用的 GDP指数以 2007年不变价格进行指数平减,再换算成相应的年增长

率。考虑到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时滞,借鉴相关研究[23,24]的处理方法,采用当年与滞后 3年的人均实际 GDP增长

率的滑动平均值作为当年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 

2.自然灾害强度(Disa)。 

由于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均 GDP相关性很高,应用直接经济损失作为解释变量可能会出现伪回归问题[25]。

一般认为,更适合衡量自然灾害强度的指标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数[3,25-27]。鉴于此,将当年受灾人口数占上年总人口数(排除

自然灾害对当年人口数的影响)的比率作为灾害强度衡量指标。 

此外,设定如下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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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救灾支出(GRE)。 

为便于分析,用政府自然灾害救灾支出占自然灾害造成的总经济损失的比例来衡量。 

4.制度环境(M)。 

使用樊纲等[13]编制的 1997-2009 年市场化指数以及王小鲁等[14]最新出版的 2008-2016 年市场化指数作为一个代表市场化进

程的综合性指标,刻画地区制度特征。由于市场化指数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指标,如基期发生变化,一些指标也会发生了变化,不能

直接将两个期间内的指数加以合并,且由于含有一些需抽样调查的数据,无法事后进行补充。鉴于此,根据白俊红等[15]方法将数据

分为 2007-2009年和 2010-2016这两个时期,通过设置虚拟变量(D)来对这一影响进行控制。具体方法为:首先,设置虚拟变量 D: 

然后,在模型(1)～(3)的右边加上 λ(M×D)it,λ 表示相应的参数估计值。这样,市场化程度变量(M)在 2007-2009 年与

2010-2016 年两个时间段上将有不同的斜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市场化指数变化的影响。此外,借鉴俞红海等[16]的做法,以

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对 2017-2018年市场化进行预测。 

5.物质资本(K)。 

应用张军等[17]估算的各省份 2000 年的资本存量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估算公式为:Kit=Iit/Pit+(1-δit)Kit-1,

其中,Kit 表示当期的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Iit 为当期的各省份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Pit 为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δit 表

示各省份折旧率,表示上一年的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并将数据更新至 2018年。与张军等的研究有所区别的是,δit根据吴吉东等
[18]
的做法,采用几何效率递减函数估计的各省份多年平均资本经济折旧率。广东和西藏缺失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用当年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 

6.人力资本(H)。 

参照姚先国等[19]的研究,采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人力资本。首先,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

算,其中,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专及以上分别以 0年、6年、9年、12年和 16年计;然后,乘以各教育阶段的人数,加总

之和再除以各教育阶段的总人数,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 

7.技术进步率(A)。 

参考赵志耘等
[20]

的做法,假定生产函数是包括时间项的 Cobb-Douglas 函数,具体为 对该式两边同

时取自然对数,并在模型中加入个体效应μi和时间效应λt,整理可得: 

 

其中,时间变量 t 的系数 γit即反映 A 随时间推移而线性提升的增长率。产出变量(Yit)用各省份的 GDP 表示,同样采用 GDP

指数以 2007年不变价格进行指数平减。劳动力投入量(Lit)用各省份的年末就业人数表示。Kit即为上文计算的资本存量。鉴于规

模收益不变假设的普遍性,参考赵志耘等[20]的做法,可将资本产出弹性ακi和劳动产出弹性βLi正则化处理。在此基础上,考虑到

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可能不同,根据白俊红等
[15]
的研究,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对各省份的要素产出弹性进



 

 5 

行估计。鉴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各生产要素的增长率形式,为便于分析,分别将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的绝对数转换成增

长率形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系统 GMM估计需要通过 Arellano-Bond 序列相关和 Sargan过度识别两个检验,其中,Arellano-Bond 检验要求残差经过差分

转换后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要求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从而表明工具变量有效

性。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1。 

(二)全样本回归分析 

在分析估计结果前,根据 AR(1)和 AR(2),扰动项在 1%显著性水平下,存在 AR(1)序列相关,但不存在 AR(2)序列相关,故拒绝一

阶“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接受二阶“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原假设,根据 Sargan 检验的结果,在 5%显著性水平上接受“所

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以及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表 2 中第(1)列回归

结果显示,我国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表现出“生产力效应”,这与 Loayza等[4]和 Fomby等[5]基于跨国

数据的研究结论一致。政府救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不存在显著性。制度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与大多数研究认为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一致[28,29]。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

受灾人口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救灾支出有助于提高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引入

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强度交互项后,自然灾害强度的系数趋近于 0,且不显著,说明灾害可能更多地通过救灾支出来对经济增

长起作用。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化水平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系数虽然为负,但不存在显著性,即制度不会显著改

变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4)列为所有涉及的变量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符号、显著性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估计结果是有效的。对于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资本存量增长率、人力资本增长率以及技术进步率都对

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符合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亦表明本文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合理、有效。 

表 1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y 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 372 0.1069 0.0215 -0.018 0.2075 

Disa 各省市受灾人口数/上年受灾人口数 372 0.2547 0.2011 0 0.9610 

GRE 自然灾害救灾支出占灾害总经济损失比 372 0.0675 0.0876 0 0.3339 

GK 资本存量增长率 372 0.1512 0.0491 0.0073 0.3186 

GH 人力资本增长率 372 0.0171 0.0249 -0.1148 0.2036 

A 技术进步率 372 0.0160 0.0511 -0.1860 0.0943 

M 制度水平 372 0.0614 0.0209 -0.0114 0.1092 

 

表 2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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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y 

(1) (2) (3) (4) 

L.y 

0.285*** 0.292*** 0.292*** 0.296*** 

(0.0534) (0.0518) (0.0537) (0.0521) 

Disa 

0.0156** 0.001495 0.0192** 0.00339 

(0.00743) (0.00794) (0.00846) (0.00893) 

GRE 

0.00748 -0.0538*** 0.00985 -0.0518*** 

(0.0112) (0.0173) (0.0114) (0.0175) 

GK 

0.367*** 0.352*** 0.367*** 0.353*** 

(0.0345) (0.0337) (0.0345) (0.0337) 

GH 

0.101
*
 0.121

**
 0.0959

*
 0.117

**
 

(0.0539) (0.0524) (0.0541) (0.0526) 

A 

0.169*** 0.190*** 0.170*** 0.191*** 

(0.0192) (0.0191) (0.0194) (0.0192) 

M 

0.00143** 0.00143** 0.00117* 0.00123** 

(0.00101) (0.000978) (0.00105) (0.00102) 

GRE×Disa  
0.319*** 

 
0.317*** 

 
(0.0680) 

 
(0.0682) 

M×Disa   
0.00454 0.00348 

  
(0.00491) (0.00477)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区域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0142*** 0.0199*** 0.0131*** 0.0191*** 

(0.00373) (0.00381) (0.00388) (0.00396) 

AR(1) 

-2.6596 -2.4658 -2.6513 -2.4536 

0.0078 0.0137 0.008 0.0141 

AR(2) 

-1.1343 -1.7258 -0.98011 -1.5865 

0.2567 0.1844 0.327 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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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an 

56.7031 52.6991 56.6929 51.6868 

0.1574 0.1865 0.1465 0.1963 

 

(三)进一步分析 

1.分经济区域回归分析。 

我国主要分为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经济区域,各经济区域的自然灾害类型、文化习俗、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市场化进

程都存在一定差异性。这也意味着分经济区域考察制度和政府救灾支出对自然灾害宏观经济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必要性。表 3

报告了模型(1)～(3)分经济区域回归估计结果。 

就东北地区来看,第(1)列结果显示,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政府救灾支出

的增加将减缓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该经济区域经济以对自然灾害敏感度较高的农业产业为

基础,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导致当年财政资金收入不足,再加上救灾支出增多,可能更多挤占了在其他公共领域的投资,进而阻碍

了经济增长。 

就东部地区来看,第(3)列结果显示,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政府救灾支出有利

于缓解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第(4)列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制度显著改变了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该区域制度的完善,可以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就中部地区来看,交互项的系数都为正,但都不存在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政府救灾支出较少,且市场化水平较低,

对调节自然灾害宏观经济影响的作用较小。 

就西部地区来看,第(7)列结果显示,政府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也显著为正。一个可能解释是,

救灾支出导致的消费和投资增加对经济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对其他公共支出,投资的挤出作用带给经济的负面影响。但第(8)列结

果显示,市场化水平和自然灾害受灾人口的交互项为负,说明该经济区域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该地区分散自然灾害风险。这

可能是由于灾害发生后,考虑到现实或潜在的灾害风险因素,投资或投机性资本往往重新寻找适合的投资地点与投资项目,引起

受灾地区资本转移到其他地区,且灾后资本的流动常常导致劳动力迁移,进而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进一步地阻碍经济增长。 

表 3自然灾害对各经济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区域变量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7) (8) 

Disa 

0.234*** 0.0887*** -0.0652 -0.00549 -0.0157 -0.0199 0.0206* 0.0504*** 

(0.0699) (0.0327) (0.0111) (0.0109) (0.0249) (0.0547) (0.0108) (0.0102) 

GRE×Disa 

-4.365** 
 

0.993*** 
 

0.302 
 

0.265*** 
 

(2.042) 
 

(0.350) 
 

(0.664) 
 

(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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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sa  
-0.0518 

 
0.0148* 

 
0.00514 

 
-0.0160** 

 
(0.0352) 

 
(0.00637) 

 
(0.0278) 

 
(0.007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1) 

-1.77803 -1.8708 -2.1895 -1.9663 -1.7868 -1.8618 -1.8938 -1.7682 

0.0766 0.0714 0.0286 0.0493 0.0751 0.0626 0.0534 0.077 

AR(2) 

-1.4638 -1.0482 -1.2481 -1.3667 -1.5732 -1.5091 -0.36886 0.47401 

0.1433 0.2945 0.212 0.1717 0.1157 0.1313 0.7122 0.6355 

Sargan 

26.19652 34.21303 56.29558 65.99235 56.51575 55.98231 65.69891 65.25605 

0.5622 0.1939 0.1647 0.1084 0.1611 0.1733 0.1131 0.1204 

 

2.非线性回归结果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政府救灾支出、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在不同的经济区域中估计结果不一致。这可能

是由于各经济区域的救灾支出和市场化制度水平不同,进而制度、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并非简单的线性

关系。鉴于此,在计量模型(2)和(3)的交互项上引入救灾支出和制度平方项,构建如下非线性模型(5)和(6): 

 

由表 4 可知,救灾支出平方项和自然灾害强度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时存

在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为倒 U型动态关系,即在救灾支出较少时,随着救灾支出的增加,会促进自然灾害的“增长效应”,但当救

灾支出达到一定水平,会产生抑制作用,即抑制自然灾害的“增长效应”,这也表明救灾支出存在一个最优投入水平。同样地,制

度平方项和自然灾害强度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时同样存在非线性影响,二者之间

为倒 U 型动态关系,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会增强自然灾害的“增长效应”,但当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

程度时,会产生抑制作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各经济部门联系紧密,灾害发生时很容易产生“传染效应”;另

一方面,可能是当市场化水平较高时,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员密集使灾害发生时受灾人口增多。 

表 4非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y 

(1) (2) (3) (4) 

Disa 0.00628 -0.00652 0.0364* 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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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28) (0.00777) (0.0311) (0.0310) 

GRE×Disa  
0.131 

 
0.165 

 
(0.139) 

 
(0.141) 

GRE2×Disa  
-0.205** 

 
-0.180* 

 
(0.104) 

 
(0.105) 

M×Disa   
-0.0141 -0.00671 

  
(0.0117) (0.0115) 

M2×Disa   
-0.00517*** -0.00432** 

  
(0.00189) (0.0018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AR(1) 

-2.4929 -2.3208 -2.5183 -2.3727 

0.0127 0.0203 0.0118 0.0177 

AR(2) 

-1.6235 -1.4638 -1.2583 -1.1586 

0.1045 0.1433 0.2083 0.2386 

Sargan 

53.75922 54.93873 52.66543 51.46871 

0.1619 0.1548 0.1774 0.1833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以上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变更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为检验全样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应用各省市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上年相应的 GDP 比重(排除自然灾害对当年

GDP的影响)作为衡量自然灾害强度的指标。此外,为重点考察政府救灾支出和制度水平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方面的稳

健性,在表 2 第(2)列和第(3)列全样本回归中加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投资增长率(Invest)(稳健性检验结果省略)3。估计

结果表明,变更自然灾害强度衡量指标后,自然灾害强度和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性及符号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全

样本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在表 2全样本回归中加入投资增长率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救灾支出

和自然灾害强度的交互项依然显著为正,制度和自然灾害强度的交互项依然不存在显著性,同样表明全样本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

健性。 

2.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方法。 

应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但制度和经济增长常常存在内生性问题。尽管系统 GMM 可以用来控制内生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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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估计方法主要是用来解决动态面板模型中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并未考虑其他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因此,为解决这

种内生性,用制度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略去)4。 

在分析 2SLS 回归结果之前,由第一阶段回归的 Kleibergen-Paap rk L M 统计量可知,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

识别不足”的原假设;由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Minimum eigenvalue 统计量和 Shea’s Partial R2统计量可知,

均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由 Hansen J 统计量可知,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原假设。因此,各列模型所选

取的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显示,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自然灾害与救灾支出交互项系数,自

然灾害与市场化水平交互项系数与全样本 GMM的估计系数的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表明全样本模型的设定及结果是

稳健可靠的。 

3.变更估计市场化指数方法。 

对市场化指数所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14,25],具体方法为:首先,以 2008-2016 年的市场化总指数作为因变量,以非国有企业职

工占就业人数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对方程 mit=α+βnon_stateit+μit+εit的系数进行估计;然后,分别将 2007年和 2017年非国有企

业职工占就业人数比重代入方程,得到拟合的市场化指数,进而作为缺失年份市场化指数
[14]
的近似值。非国有企业职工数以及就

业总人数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最后,将重新定义的制度水平以及补充的市场化指数代入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略

去)5。结果显示,各交互项的系数亦与全样本 GMM 的估计系数的作用方向以及显著性水平基本一致,再次证明全样本的设定及结

果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表明,从全样本来看,政府救灾支出有利于增强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

济增长影响时存在倒 U 型非线性关系;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受制度的影响较小,但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存

在倒 U型非线性关系。分经济区域来看,救灾支出有利于增强东部和西部自然灾害经济增长效应,但对东北地区产生抑制作用;制

度可以缓解东部地区自然灾害的负向效应,但阻碍西部地区自然灾害的正向效应。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由救灾支出和自然灾害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可知,自然灾害短期内对全国、东北和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能正是由于政府救灾投资需求增加的拉动作用。但由救灾支出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

响时存在 U型非线性关系可知,当救灾支出低于一定水平时,随着救灾支出水平增加,会促进自然灾害的增长效应,但当救灾支出,

达到一定水平,可能会挤出私人投资或在其他领域的投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防灾

减灾工程性和非工程性建设,增强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改变现有的灾害救济模式,扩大灾害保险的投保范围和力

度,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筹集灾后资金,并把灾害风险适当地转移到全社会乃至世界范围内共同承担。(2)虽然目前市场制度在调

节灾害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较小,甚至在西部地区出现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由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的促进

作用可知,这种市场制度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可能需要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由制度在调节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存在倒 U

型非线性关系也可得以验证。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体制改革,提高宏观经济规划能力,建立成熟发达的现代金融体系

和完善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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